


































































出上文 a 和 b，即启蒙属于或超越这种意识形态。 
d 如果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广义的、如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气，那么邹教















B  “纯粹”的话剧是否存在？ 
那么按照邹教授的观点，不从这种狭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从艺术本质上
确立话剧的主体性是否可能？我不太清楚邹教授所说的“本质”与本质主义有
多大关系，也不清楚他的立场与“为艺术而艺术”有多大程度的区别——这在
论文和会议的论争中都尚未澄清。那么，我冒昧地猜测： 
如果按传统的形式内容二分法，能说艺术的本质在于“形式”吗？上文已
经说明了源自康德的“纯形式”不可脱离其哲学美学的背景，所以它并不
“纯”。况且即使从康德美学自身来看，纯粹鉴赏判断也只是康德对判断力进
行分析批判的起点，以及剥离了一切外在目的的理想状况；但实际上，康德完
全承认鉴赏判断总要指向道德理性，在自然美中尚且“纯粹“一些，在艺术中
道德象征的意味就更浓了，惟其如此，判断力才可以作为沟通另两大批判的桥
梁。现代美学中，形式的神话早就被打破了，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法兰
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告诉我们文本不可能是一个超然、孤立、自足的审美
世界，而是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现实和价值形态互相牵涉互相渗透。邹教授所反
对的将话剧作为意识形态的宣教工具固然是一个极端，然而将话剧视为一种纯
粹的艺术形式、一种意识形态真空的审美世界，无疑落入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形式无法确定话剧的本质，我不知道这个“本质”是否还有其他的
东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种话剧艺术的本质，是否按这本质存在一种纯正
的、西方的、与我们传统文化只可交流不可通约的“话剧”，恐怕尚不可贸然
回答。在这个解构盛行的时代，坚持本质总是要冒风险的。 
 
当然，我试图分析以上问题，并不是对邹元江教授的再反驳。在我看来，
邹教授对“现代民族戏剧”、对戏曲改革的一系列质疑，其意义在于纠偏——
纠正长期以来僵化、片面、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这甚至蕴涵着重新理解和评价
话剧发展史的重要契机。邹教授的质疑深刻犀利不无道理，打开了一片新视
野。但“破”的方面很多，“立”的一面却还有待澄清和继续开拓。 
回头来看，大家思考的焦点首先是对话剧史的评价视角。如果仅仅是从艺
术形式或内容的嬗变来理解话剧史，反而应是互补而非冲突，所以关于视角的
讨论并非是简单的形式/内容二元对立。这不是就同一事实的两个互不关涉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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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而是由不同视角导致的不同的对事实的阐释和对价值的评价，涉及到真/
假、高/低、先进/落后等一系列判断。特别是邹教授的质疑，不仅本着自己的
立场和语境，而且深入对方的立场和语境中，指出以启蒙现代性来理解中国话
剧的历史不但是意识形态化了的，而且这一视角还影响了历史和现实，即中国
话剧的发展以及对传统戏曲的改革都是成问题的。 
 既而这就不可避免地由历史转入话剧的现状乃至未来的改革发展方向等问
题。而就在这个更多需要“立”的方面，邹教授对话剧艺术“本质”的坚持不
知道给话剧的中西交流融合还留下了多少空间？他维护中国独特的戏曲美学的
纯粹性固然不错，然而这是否等于完全排除内容上扩展的可能性？而另一方
面，启蒙现代性就算曾经被歪曲成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难道经过纠正后就不
能成为积极的因素？ 提倡戏曲改革也并不等于用西方美学话语支解戏曲，或许
还可能有其他改革的可能性？在这错位和缝隙中，反而蕴涵着互补与和解的希
望，这中间的空地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正如邹元江教授自己所写的：这也并不
妨碍我们进一步从不同的视角探寻共同的问题。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殊途同归，
而不是愈来愈南辕北辙。 
 
 
